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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从印度洋时代向太平洋时代的转型：
基于明代中国与海上丝绸

之路的考察

万　 明

【摘　 　 要】 本文尝试突破 “东洋” 和 “东亚” 的范围限制， 以一种

全新的视角， 考察明朝中国与海洋关系的变化， 并探究明代中国与全球化的

关系。 在这里， 将以 “明代中国与海洋三部曲” 作为研究线索， 展开对上

述问题的探讨。 中国既是一个农耕大国， 也是一个海洋大国， 更曾经是一个

海洋强国， 认识这一点极为重要。 纵观明代中国与海洋的关系， 可以用

“历史三部曲” 来概括： 第一部曲是中国与印度洋， 第二部曲是印度洋向太

平洋的嵌入， 第三部曲是中国与太平洋。

【关 键 词】 明代中国　 海上丝绸之路　 国际转型

【作者简介】 万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

“登峰战略” 资深学科带头人， 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特聘学术顾问。

当前， 中国已经崛起为大国并成为国际舞台主要力量， 中国面临着怎样处理

国际关系、 选择何种国家对外发展战略、 如何运用国家实力在国际社会中扮演角

色和参与全球治理等重大问题。 在习主席 ２０１３ 年提出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概念后， 中国如何处理与陆地和海洋的关系， 成了一

个重要的问题。 回答和解决问题需要的是对历史长时段的客观了解， 对中外关系

史的深入研究与思考以及对中外关系演进的整体与长远发展趋势的把握。 因此，

引入全球史视野研究中外关系史上的重大问题， 进行宏观思考， 将中外关系史置

—１—



于全球化进程和整体世界变迁中加以考察， 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

在全球史的视野下， 明代中国曾在海上走在世界的前列。 明朝人两度走向海

洋： １５ 世纪初走向西洋———凸显出印度洋在人类交往史上的地位； １５ 世纪末走

向东洋———凸显出太平洋在人类交往史上的重要性。 这里还有一个更新视角的意

义， 即突破 “东亚” 的意义。 在历史上， 全球发生了从印度洋时代向太平洋时

代的转型， 然而， 随着历史学的学科细分， 古代史或近现代史领域内对中国的研

究大都是在 “东亚” 的框架内。 中国是东亚大国， 因此以东亚为研究中心是一

个惯性思维， 但是长期这样思考， 就会对中国史乃至全球史研究产生局限性。 本

文的核心论点是， 明朝时期派遣郑和下西洋进行大规模的印度洋航海外交， 引领

了全球史上一次重大转折———人类交往从印度洋时代到太平洋时代的转折， 也就

是人类交往的重心从印度洋向太平洋的转移。 以明朝中国与海洋的关系为切入

点， 本文认为， 这一时期存在从 “旧的海洋观” 到 “新的海洋观” 的变化， 是从

“印度洋时代” 向 “太平洋时代” 的转移。 如今所说的 “大航海时代”， 一般是指

西方东来的太平洋时代， 即全球化的时代。 应当注意到， 历史上中国不仅是一个

农耕大国， 也是一个海洋大国， 更曾经是一个海洋强国， 在全球化中展现出重要

作用。 具体来看， 明代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 是以历史三部曲来展现的。

一　 第一部曲： 中国与印度洋

中国与印度洋之间的关系， 本文主要通过 “郑和七下西洋” 这一重大历史

事件来予以探究。 首先的问题是， “郑和七下西洋” 中的 “西洋”， 到底指哪里？

在跟随郑和出海的通事马欢所著的 《瀛涯胜览》 中， 记述有 “南浡里国” 条。

南浡里国就在今天的苏门答腊岛上。 “南浡里国” 条记载：

国之西北海内有一大平顶峻山， 半日可到， 名帽山。 山之西大海， 正是

西洋也， 番名那没黎洋， 西来过洋船只， 收帆俱望此山为准。①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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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帽山就是通向西洋的标志。 按照马欢的表述， “那没黎洋” 就指西

洋。 “那没黎” 是马来语 Ｌａｍｂｒｉ 或爪哇语 Ｌａｍｕｒｉ 的对音， 其地在今苏门答腊岛

西北角亚奇河 （Ａｃｈｉｎ Ｒｉｖｅｒ） 下游哥打拉夜 （Ｋｏｔａｒａｙａ） 一带。 帽山， 据英国学

者考证， 就是今苏门答腊岛西北方向上的韦岛 （Ｗｅｈ Ｉｓｌａｎｄ）。 所以， “南浡里

国” 条中的 “西洋”， 确切所指的就是沿着苏门答腊北部海岸向西延伸的海域，

而那里正是如今的印度洋。① 明朝时并没有印度洋的概念， 印度洋是一个现代的

表述。 因此， “郑和七下西洋” 就是 “郑和七下印度洋”。

具体来讲， 郑和第一次航行的目的地是印度的古里， 也就是今天印度喀拉拉

邦的卡利卡特 （Ｃａｌｉｃｕｔ）。 在 《瀛涯胜览》 中专门提道： “古里国乃西洋大国

也”；② 《星槎胜览》 中也提道： “其国当巨海之要屿， 与僧加密迎。 亦西洋诸国

之码头也”。③ 郑和访问古里， 进行了册封和立碑等政治外交活动。 然而， 访问

古里绝不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古里也是一个国际贸易中心地， 卡利卡特大

学副校长 Ｋ􀆰 Ｋ􀆰 Ｎ􀆰 古鲁在他的一本书 《卡利卡特的扎莫林》 的前言中曾表示，

“卡利卡特是中世纪印度杰出的港口城市， 是一个香料和纺织品的国际贸易中

心”。④ 在费信 《古里国》 的诗中就提道： “古里通西域， 山青景色奇”。⑤ 从地

理上说， 古里一直向北便是中国古代所称的西域， 明朝人明确知晓古里就位于西

域与西洋的连接点上。 以往有些学者根据清修 《明史》 认为明朝只是为了宣扬

国威而进行航海外交的观点是有偏差的。 当时的古里并不在德里王朝统治下， 而

是在扎莫林王朝的统治下， 明朝并没有选择政治上更强势、 经济上更发达的印度

德里王朝开展联络， 可见海上交往并不是仅仅出于政治上的炫耀， 而是与当时东

西方交往的连接点和延续性有关。 在福建长乐 《天妃之神灵应记》 碑中记载：

“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 阿丹国、 木骨都束国。”⑥ 由此可以看出， 当时的明朝将

波斯湾国家忽鲁谟斯国、 红海阿丹国 （今也门亚丁） 乃至东非国家木骨都束

—３—

万　 明　 从印度洋时代向太平洋时代的转型： 基于明代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察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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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 都看作西域。 换言之， 以明朝的眼光看， 通向西域的

丝绸之路被极大地延伸到了印度洋的西部。 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明朝选择古

里作为最初目的地的原因———在当时， 虽然印度的科钦地区相比于繁荣的古里并

不逊色， 但明朝并没有选择科钦， 就是因为明朝的目的不仅仅是到达印度， 而是

通过航海找到联通西域的道路。

继而， 古里的地位从一开始的目的地逐渐变为中转站。 郑和第四次下西洋

时， 船队又开辟了新的航线， 即从古里航行到忽鲁谟斯 （今伊朗波斯湾口的霍

尔木兹）。 在 《瀛涯胜览》 和 《星槎胜览》 中， 明确记载了以古里为始发港的五

条航线， 它们分别是： ①古里至忽鲁谟斯国； ②古里至祖法儿国， 即今阿拉伯半

岛东南端的阿曼佐法尔； ③古里至阿丹国， 即今阿拉伯半岛也门首都亚丁， 是古

代西亚宝石、 珍珠的集散中心； ④古里至剌撒国， 有学者认为剌撒国在索马里附

近， 但也有学者认为在也门沙尔韦恩角， 这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⑤古里至天方

国， 即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 元代称天房， 《岛夷志略》 称其为天堂， 而这都是

指克尔白。①

印度洋全覆盖航线的建立， 体现了明代中国的 “印度洋时代” 特征， 忽

鲁谟斯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忽鲁谟斯在明朝的记载中一般被称为 “西域的

忽鲁谟斯”。 从东汉甘英 “临东海而望大秦” 之后， 中国对西域的探索就被安

息帝国阻挡在了波斯湾。 从此东西方交往的中心就被固定在了亚欧大陆， 千

年未变。 然而在巩珍 《西洋番国志》 卷前收录的 《敕书》 中， “西域的忽鲁

谟斯” 这一认识发生了改变。 永乐十八年 （１４２０） 十二月初十日 《敕书》 如

此记载：

敕太监杨敏等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②

宣德五年 （１４３１） 五月初四日 《敕书》 记载：

—４—

新丝路学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总第 ７ 期）

①

②

万明： 《十五世纪印度洋国际体系的建构———以明代 “下西洋” 亲历者记述为线索》， 《南国学术》 ２０１８ 年

第 ４ 期， 第 ６１４ 页。
（明） 巩珍著， 向达校注 《西洋番国志》，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１， 第 ９ 页。



今命太监郑和等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 大小舡六十一只。①

此时明朝人对忽鲁谟斯的定位从西域到了西洋， 这代表着明朝时期西洋和西

域的全面贯通。 另一个例子就是天方国。 费信关于天方国的记载如下：

其国自忽鲁谟斯四十昼夜可至。 其国乃西海之尽也， 有言陆路一年可达

中国。 其地多旷漠， 即古筠冲之地， 名为西域。②

又有诗言：

玉殿临西域， 山城接大荒。③

这意味着， 西海的尽头连接的就是西域， 由此可见明朝人对西洋和西域相接

的认识是非常明确的。 去天方国， 陆路需要一年， 且不通畅， 而此时海路的开辟

给了明朝更多的机会。 从罗马时代开始， 印度洋便是东西方交往的重心， 证据之

一就是 《汉书》 中记载了中国与斯里兰卡在汉时就已通商。 可是 ７ 世纪以后，

阿拉伯人崛起， 掌控了印度洋。 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郑和下西洋之前， 此后中国

人改变了阿拉伯人称霸印度洋的局面。

可以说， 郑和七下西洋其实就是明朝对印度洋区域的全覆盖全方位外交， 而

这一点在马欢的 《瀛涯胜览》、 费信的 《星槎胜览》 和巩珍的 《西洋番国志》

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瀛涯胜览》 记载了郑和所到的 ２０ 个国家； 《星槎胜览》

的 《后集》 中提到了 《瀛涯胜览》 所没有记载的东非部分， 虽然一般认为 《后

集》 记载的是费信听闻而非亲历的内容； 巩珍的 《西洋番国志》 与 《瀛涯胜览》

相同， 也记载了 ２０ 个国家， 三部书的记载可以使我们确认， 郑和的航行对印度

洋基本上是全覆盖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 以往中外学界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一般是以中国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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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 中国与南亚、 中国与西亚、 中国与阿拉伯世界、 中国与东非的关系为线索

分别研究的， 这样就将郑和下西洋的 “西洋” ———一个整体的印度洋分割了。

因此， 郑和下西洋所代表的明朝对印度洋地区的航海外交， 某种程度上是被遮蔽

了的。 郑和七下印度洋说明明朝对印度洋有一个全面的认知， 是把印度洋视为一

个整体来看待并规划外交活动的， 因此在印度洋中枢的古里产生了直达波斯湾和

东非的航线。 由此可以看出， 从忽鲁谟斯到祖法儿， 到红海的阿丹， 乃至到东非

木骨都束， 一环扣一环， 这是一种针对整个印度洋的航海外交规划。 值得注意的

是， 中国的航海外交基本不是依靠武力进行的， 即使发生过短暂的军事冲突， 也

很快化干戈为玉帛， 这与明太祖时期 “共享太平之福” 的外交理念有着密切的

联系。

笔者认为， １５ 世纪初的中国， 实际上在印度洋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国际体系。

在蒙元帝国崩溃后， 国际格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中外关系其实经历了从崩溃到

重建的过程。 明代的外交政策在 １５ 世纪初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 即全面地转向

海洋， 中国由此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走势， 就是从农耕大国向海洋大国的转

向。 郑和的船队， 有二万七千多人， 从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 即 １４０５ 年到 １４３３

年， 七次从南海出发航向印度洋， 出访了三十多个国家， 展开了史无前例的航海

外交。 可以认为， 明代中国在印度洋的航海外交活动促发了印度洋新的国际体系

的形成， 也为全球一体化在海上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朝的转型与明初制定的外交政策有极大的关系。 明太祖在立国之初就制定

了 “不征” 的国策， 此外交政策的确立表明， 明统治者放弃了自古以来中国天

子至高无上的征伐之权， 从而形成了明朝外交有别于此前的显著特征———试图不

依靠武力来建立一种和平的国际体系。 在郑和下西洋时期， 中国一直在大力发展

朝贡体系， 从而构成了印度洋新的国际体系。 笔者认为， 当时的印度洋国际体系

有三个主要特征。

第一， 国家权力整体上扬， 三十多个国家都被包括在了国际体系之中。

第二， 国家间相互依存。 在体系中的所有行为主体都处于直接的相互联系

中， 达成了经济资源合作共享， 其合作基点是不存在领土扩张与实土贡赋要求，

即扩张和掠夺不是印度洋体系下国际交往的主题。

第三， 非对称性存在。 虽然具有大国小国的差距， 但国家之间关系相对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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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相互信任， 国际社会具有一定公正性。

需要说明的是， 朝贡关系的建立不是明朝独有的现象。 朝贡是久已形成的东

西方区域交流的共同观念， 在古代国际关系中被广泛认同。 一旦作为一种共识被

承认， 它的实践就成了一种国际原则与国际惯例。① 以往学界讨论朝贡概念， 一

般强调以中国为中心， 以批判居多， 其实这种意见并不确切。 各国接受朝贡关

系， 也是一种国家间的认同。 朝贡关系凸显了印度洋国际关系的共性。 郑和下西

洋是明朝对外政策长远走向的表现： 一是体现了古代中国对外交往进入海洋导向

的重大转折， 二是联通了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海陆通道， 三是连缀了印度洋区域

各国， 维护了海上交通航线， 展现了中国航海外交 “不征” 和 “共享” 的特征。

中国把印度洋周边可以交往的主要国家都联系起来， 通过合作共建了一个不同政

治文化多元并存的国际体系， 并建立了一种国际秩序。 同时从地缘经济上来说，

这也推动了印度洋区域内各国资源合作机制的形成。 明朝此举与此前蒙元帝国的

大肆征伐扩张， 也与后来西方探险者掠夺财富、 占据领土的做法截然不同。

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 霸权理论是重要的分支理论之一， 海上霸权理论是

西方长期以来的思维定式， 因此， 西方学界讨论郑和下西洋时， 仍然会做出

“中国称霸海洋” 这种表述， 认为中国在从日本到非洲广阔的东海岸之间享有霸

权。 美国学者阿布·卢格霍德在她的 《欧洲霸权之前： １２５０ － １３５０ 年的世界体

系》 一书中指出， １１ ～ １３ 世纪存在亚洲、 中东农业帝国与欧洲城市之间连成一

体的世界体系， 该体系在 １３ 世纪发展到高峰， 在 １３５０ 年以后由于战争、 瘟疫等

原因慢慢衰退； １６ 世纪初， 葡萄牙人进入印度洋， 进行下一个阶段世界整合的

时候， １３ 世纪的世界体系的许多部分已经了无痕迹。②

从这种表述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在对 １３ ～ １６ 世纪的世界体系的研究中还留

有大量空白， 西方长期以来忽视了 １５ 世纪初印度洋国际体系的存在。 卢格霍德

虽然提到了郑和， 指出的却是 “为什么郑和转过身去撤回舰队， 留下一个巨大

的权力真空” 的问题， 并认为其结果是中国人从海上撤退， 集中精力重整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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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 恢复国内市场， 随之中国也失去了谋求世界霸权的欲望。 这些观点无一不

是受到了霸权理论和霸权话语体系惯性的影响。 近几年来， 西方印度洋史在研究

郑和下西洋的部分时更多的是表达对郑和行为的质疑和不解， 而具体的历史事

实， 西方学者则很少提及。

实际上， 通过 １５ 世纪初郑和的航海外交， 中国将此前相对孤立的印度洋周

边地区连接了起来， 形成一个网络， 这样就使印度洋国际关系体系化的过程开始

成型。 质言之， 郑和七下印度洋， 通过印度洋联通了陆海丝绸之路， 构建了一个

新的印度洋国际体系。 在印度洋上， 中国的对外交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 推

动了多元文明的互动与交流。 郑和使团不仅起到了使明朝沟通海外之国的政治作

用， 还对印度洋区域内各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　 第二部曲： 印度洋向太平洋的嵌入

三部曲的第二部是 “印度洋向太平洋的嵌入”， 主要是指郑和下西洋和满剌

加王国兴起的关系。 满剌加王国位于今马六甲海峡一带， 满剌加王国的兴盛， 即

印度洋东大门马六甲海峡的崛起。 马六甲海峡占据重要地理位置， 是连接印度洋

与太平洋的海上通道， 其崛起既代表着印度洋向太平洋的嵌入， 是人类交往由

“印度洋时代” 向 “太平洋时代” 转型的开端， 也预示了全球化在海上的诞生。

洪武年间， 明朝对外交往的三十个国家中并没有满剌加。 有关该城市建立的

年代， 学界存在很大的分歧。 英国东南亚史学家霍尔认为， 无论是记载 １２９２ 年

马可·波罗由海洛返回威尼斯、 １３２２ 年鄂多立克东游、 １３４５ ～ １３４６ 年伊本·白

图泰经海洛来华的相关文献， 还是 １３６５ 年的 《爪哇史颂》， 都没有提到过这个

地方， 说明满剌加是由拜里迷苏剌建立的。 后来这种观点被普遍接受。① 拜里迷

苏剌是满剌加王国的创建者， 马六甲海峡的崛起和满剌加王国的兴盛有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 马六甲海峡得名于满剌加的音译， 这一史实在以往虽没有被更多关

注， 却是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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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 阿拉伯人在唐宋时期已经通过马六甲海峡来到中国， 但是那时的马六

甲海峡一直没有确切的名称， 也没有与其他港口媲美的国际商业中心。 １５ 世纪

初， 满剌加王国处于暹罗王国 （今泰国） 的控制之下， 每年给暹罗贡金 ４０ 两。

马欢随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时 （１４１３） 第一次到达满剌加后， 记述了当时满剌加

的地理生态环境和人民生存状态：

其国东南是大海， 西北是老岸连山， 沙卤之地。 气候朝热暮寒， 田瘦谷

薄， 人少耕种……人多捕渔为业， 用独木刳舟泛海。①

在郑和下西洋之后， 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 明朝使得满剌加摆脱了暹罗的控

制， 郑和与马六甲海峡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马欢在书中记载：

永乐七年己丑， 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诏敕赐头目双台银印、 冠带袍

服， 建碑封城， 遂名满剌加国。②

郑和远航和满剌加王国的兴起有着特殊的关系， 这其中的关键因素是季风，

它使得满剌加成为出使航线上的重要节点———船队远航到西洋的古里需要一个中

间站， 满剌加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其成为中间站的不二选择。 这就是满剌加兴起的

机遇， 在郑和下西洋之前， 它是名不见经传的； 其后在郑和的航海外交中， 它无

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瀛涯胜览》 中记载：

中国宝船到彼， 则立排栅， 城垣设四门更鼓楼， 夜则提铃巡警。 内又立

重栅小城， 盖造库藏仓廒， 一应钱粮顿放在内。③

更重要的是， 郑和船队的船只分头出发到各国进行交往贸易， 最后回程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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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合在满剌加取齐， “打整番货， 装载停当， 等候南风正顺， 于五月中旬开洋回

还”。① 满剌加国王拜里迷苏剌抓住机遇， 与中国保持尽可能紧密的联系， 为郑

和船队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存放货物之地。 满剌加王国的兴起主要依靠的是其国际

船只和货物集散地的身份。
永乐九年 （１４１１）， 满剌加国王拜里迷苏剌为了表示对中国的友好， 曾率领

一个５４０ 多人的使团出访明朝， 而明朝也赐予他船只回国守土。 这在 《西洋番国

志》 中有明确记载：

又赐造完大舡， 令其乘驾归国守土。②

这就说明中国作为大国和满剌加这一新兴小国的关系是一种合作共赢的关

系， 这一新型的国际关系与以前蒙元帝国攻打爪哇和后来葡萄牙人建立马六甲殖

民地都是完全不同的。
海峡的崛起不可逆地将东西方交往的重心转移到了海上。 大约一个世纪以

后， 葡萄牙人托梅·皮雷斯来到满剌加， 他对满剌加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记录了

满剌加极为繁盛的贸易景象， 甚至认为满剌加获得的利润之多是人们根本无法估

计的。 他在 《东方志》 （Ｔｈｅ Ｓｕｍ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ｏｆ Ｔｏｍｅ Ｐｉｒｅｓ） 一书中记载， 满剌加有

四个沙班达尔③， 负责来自世界各地的贸易。④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 在葡萄牙殖

民者攻占满剌加之前， 探险家达·伽马越过好望角后首先到达的正是印度的古

里， 然后沿着郑和的航线于 １５１１ 年来到了满剌加。 从葡萄牙人的记述中可以了

解到， 在郑和下西洋后到 １５ 世纪末， 位于海峡最狭窄地带的强盛的满剌加王国

控制着世界贸易航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 满剌加也就掌管了贯穿东西方航路

生命线的钥匙， 从而成长为一个繁盛的世界文明交往中心。
这样一个繁盛的贸易中心的兴起与郑和的航海外交有着直接的关系， 英国史

学家霍尔认为， 这是使满剌加在 １５ 世纪末以极其罕见的速度获得世界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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